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 历史是一

面镜子，记载着大量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明

确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但凡欲实

现修齐治平的从政者不能不依之反省、汲取并

借鉴之。正如201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

部要读点历史》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在中国

的史籍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

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

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

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

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

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

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

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应对国家盛衰的

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群书治要·崔寔政

论》中讲：“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

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

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

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

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

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

悲夫！”意思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

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有觉察，政治渐渐衰落

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

乐地生活而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

不理朝政；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

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

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

禄位而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从历史典籍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刘余莉 聂菲璘 *

【摘 要】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通过考察历史，比较了盛世与衰世的七大特征，

阐述了执政者道德修养与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之间的联系。从这些规律中，可

以找到中国共产党能在百年历史中不断取得胜利、走向辉煌的原因，从而更加

坚定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修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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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

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郁伊、担忧于下。

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位者的道德作风出现了严

重问题，一如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 《咏史》

中所写：“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在历史典籍中，多处对比了衰世之主和盛

世之主的表现，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到，执政者

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盛衰有着直接密切的联

系。而这些规律也恰恰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够在百年历史中不断取得胜利并走向

辉煌。

一、盛世以民为本，衰世残害其民

《群书治要·魏志下》中讲：“昔夏殷周，历

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

倾危莫救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

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朝自始皇始，独裁专制，

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

去拯救他。因此，“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

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

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

忧虑；那些能够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

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于危难。这说明，领导

者、执政者对待百姓、下属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

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左氏传·哀公元年》 中也说：“国之

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

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之兴，就在于领导者、

执政者能把百姓视作伤病，对他们倍加关心、

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而国家灭亡的原

因，则在于将百姓看得如同泥土、小草一样微

贱，随意践踏，这就会给国家招致灾祸。领导

者如果能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孟子·尽心下》） 的理念落实到治理

中，做到视民如伤、爱民如子，那么百姓、下

属就会和之同心同德、患难与共。

《群书治要·六韬》 中也说：“善为国者，

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

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领导者

如果也能以这样一种态度治理国家、管理企

业，百姓、下属自然也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兄弟一样，发自内心地爱戴、尊敬领导

者。相反，如果领导者、在位者连百姓、下属

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还百般苛

求、肆意糟践，那么被领导者、执政者不仅会

心生抵触，甚至还会将之视为仇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全

体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和人民群众密切联

系”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

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党

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

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

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正由于此，中

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不断地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讲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

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

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这正是“与民同乐”“以民为本”在

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二、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孔子家语》 中讲，“夫明镜者所以察形，

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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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

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历史长河

中，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能够以古鉴今、

古为今用。唐太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十

六岁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没有时间深

入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

然无知。二十七岁做皇帝之后，他知道创业

难、守业更难。所以，他就命令魏徵等大臣，

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经验汇集起来，编纂出

《群书治要》 一书。唐太宗认真阅读之后，说：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

哉！”（《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 他认为

《群书治要》的内容广博而切要，经、史、子中

所记载的典故、经验、教训和治国方法，是他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部书使他能够汲取

古圣先贤的智慧，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如

何处理，并且知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

明白了治国理政应该从何处入手。

盛世之君考察历史、以史为鉴，而亡国之

君则自骄自智。《吕氏春秋》 中说，“亡国之主

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

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必轻物”

的“物”是指自己以外的人，即别人、众人的

意思。亡国的君主一定是非常骄满自大、自以

为聪明、又轻视他人。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

对待士人就会简慢失礼；自以为聪明，就会独

断专行；轻视别人，就会对人没有防备，对人

没有防备，也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专独则位

危，简士壅塞”，独断专行，就会使自己的位子

不安稳；对士人简慢无礼，就会闭塞视听。反

过来，“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

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如果在

位者不想闭塞视听，一定要礼贤下士；要想使

自己的位子安稳，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如

果不想为自己招来祸患，一定要防备完善。这

三点是君主治国的大道。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以史为鉴的传统。中

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当中国

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时，毛泽东同志

称这是“赶考”，并以史为鉴，告诫周围的人

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学西楚霸王”。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史书，一套《二十四史》，走

到哪儿带到哪儿读到哪儿，不仅通读了全书，

而且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反复阅读，留下大量的

批注、圈划和评语。

习总书记也尤为注重历史，认为一个民族

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并多次讲

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总书记指出，具

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

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

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

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

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

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

向和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

原因。

三、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群书治要·中论》 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

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

贤不用，其法不行也。”就是说，亡国君主的朝

中并不是没有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贤臣，府

中也并不是没有圣贤经典，但还是不免于灭

亡，原因就在于虽有贤才，却不能被任用；虽

有圣贤的礼法，却不被推行。历史上无数典故

告诉后人，但凡任用奸佞小人的领导者、君

主，都不能避免衰亡的结果。正如 《群书治

要·典语》中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

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

祸乱作。”意思是，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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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只要任用有才

能的、有德行的人为官，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清

明。如果奸诈的、谄媚的官员干预政治，祸乱

就会兴起。知道这一点，领导者就要选择忠贤

之士做自己的属下，把这些人提拔到管理者的

位置。但是，忠贤之士并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就

观察出来的。正如《吕氏春秋》所讲：“亡国之

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

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使国家灭亡的君

主，看起来好像是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亡国之

臣，看起来都是很忠心的。这些表象是愚者大

为迷惑的，也是为圣人所详加考虑的。所以，

明智的君主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才是忠

贤之士，并能够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

正是对“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的历史

规律具有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

选贤任能，始终视选人用人为关系党和人民事

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的人才选拔原则。在我国第一代领导集

体中，周恩来总理就是尊重人才的杰出典范。

周总理将人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全局

出发统筹规划，在政治上对人才充分信任，视

杰出人才为“国宝”，在工作上创造良好环境，

尊重支持人才，在生活上为人才提供保障。此

外，还通过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来造就人才，

全面培养人才。周总理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

探索和实践，不仅对中国的各项人才制度产生

了深远影响，还为中国提出“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

基础。

在当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新的历

史特点，人才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

关键。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

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

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要实行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

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

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

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

大奋斗中来。”

四、盛世乐闻其过，衰世乐闻其誉

《孟子·公孙丑上》中讲，孔老子的弟子子

路“闻过则喜”，子路听到别人为他指正过失，

就非常欢喜。“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

给他进谏善言，就向人礼拜以示感谢。《群书治

要·吴志下》中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

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

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这说明，使国

家兴盛的君主，无不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

失。而那些使国家昏乱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到

别人对他的赞誉，喜欢别人奉承、为他歌功颂

德。喜欢听别人指正过失的人，他的过失就会

一天天地减少，福分也就来到了。相反，喜欢

听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反而会一天一天地减

损，最后灾祸也就来到了。

《孔子家语》 中也有类似的教诲：“良药苦

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

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

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

有也。”良药虽然吃起来很苦，但是对病的痊愈

有帮助。忠言虽然听起来使人不悦，但是对矫

正行为有帮助。商汤王、周武王的臣子都敢于

直言不讳，所以他们的朝代就昌盛起来了；夏

桀王、商纣王的臣子大多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直谏，结果他们就灭亡了。如果领导者、君主

没有敢规劝他的属下、臣子，父亲没有敢规劝

他的儿女，兄长没有规劝他的弟弟，普通人没

有规劝他的朋友，而要想保证自己没有过失，

这是从未有过的。《群书治要·文子》 中也讲：

“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一个国家将

要灭亡的时候，君主一定是厌恶忠臣的犯颜直

谏。这些教诲都是提醒领导者要保持明智，就

必须多听他人指正自己的过失以及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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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乐闻其过”

有着显著的体现。对党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

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批

评”就是“乐闻其过”的重要体现。《党章》规

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

务，要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

以克服和纠正。对党外来说，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始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

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

监督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通过提出

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

一种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中国共产党处

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

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知无不言的挚

友、过失相规的诤友，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

轧，不是相互拆台、相互掣肘，而是相互促

进、共同提高。

五、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春秋左氏传·庄公十一年》 上讲：“禹、

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

焉。”尧舜禹汤在位时，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

为他们遇事能反省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相

反，桀纣亡国，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知自省而只

会怪罪别人。这就告诉我们，盛世与衰世的区

别，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做到反躬自省。

汤王在位时，秉持“行有不得，反求诸

己”的做法。《群书治要·后汉书二》记载，在

遇到大旱时，成汤以六事来自责：“政不节耶？

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

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

用民力太急遽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

奢华了？还是女宠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

的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

正因为尧舜禹汤都有这种为国为民的高度

责任感，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因此，领

导者能否率先垂范自我反省，对于一个国家的

昌盛至关重要。

而衰世之主则恰恰相反。据 《淮南子》 中

记载，夏桀不关心朝政，放纵欲望而没有节

制，商汤起兵把他关在焦门。即便如此，他仍

不知反省，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没有在

夏台把商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自己只知

道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不顾百姓疾苦，还制

造炮烙等残酷刑罚，最后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

室。他同样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没

有在羑里这个地方把周文王杀掉。像夏桀、商

纣这些人，即使遇到灾难，甚至濒临灭亡，还

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在怨天尤人，下场

可想而知。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其中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

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

析。这就来源于古代“反求诸己”的思想。早

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

府》 的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

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随后，党

的七大审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明确提

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

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

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

误。这是党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

自己的章程，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

与此同时，党章宣示，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

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情绪。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政党

及党员的层面开展自我批评，反求诸己，针对

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及问题，及时进行自我

反省，自我调整和自我改进，才能在过去的百

年里，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能不断地将

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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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盛世抑损情欲，衰世纵欲享乐

《群书治要·晋书上》 中讲：“三代之兴，

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意

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无不是

因为君主抑制自己七情六欲的享受。到了末

期，三代之所以衰落乃至灭亡，也无不是因为

君主太放纵自己的情欲、过分奢侈浪费所导致。

在 《群书治要·政要论》 上，有这样一段

精辟的论述：

“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

‘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

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

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

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

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

俭之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都在于能够节制欲望。经传 （此处指 《礼

记》） 说：“欲不可纵，傲不可长，志不可满，

乐不可极。”考察历史会发现，举凡有家有国，

之所以能够昌盛，没有不是凭借节俭的；之所

以失去所得，也没有不是因为过分奢侈浪费所

导致的。节俭的人，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奢

侈浪费的人，只知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

情欲的人就危险，节制欲望的人会平安。尧舜

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级土台阶，他们夏天穿粗布

衣服、冬日穿鹿皮大衣，衣着都很粗陋。禹王

的宫室非常简朴、饮食也非常微薄。这几位帝

王并非生来不喜欢奢华，而是因为他们最大程

度地做到了节俭。恰是因为节俭，才能够使天

下太平。

中国古人讲：“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

一旦打开，就没有边际。所以 《大学》 上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格

物”做起。“格物”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恰

当的理解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即人面对财色

名利时能如如不动。“格物”之后，才能够“致

知”，智慧才能够显明。“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只有把心放正，才能够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领导者要想修身，

应该从格除物欲做起，吃、穿、住、行都要力

求俭朴，而不能奢侈浪费。

中国古人从小就教导孩子要勤俭持家，所

以大多数家庭都能够绵延数代、家道长久。晚

清曾国藩虽然官至四省总督，但他仍修身律

己、廉洁勤俭，还留下家训遗嘱，告诫子孙务

必俭约、不能放纵欲望。古人认为，“少年得志

大不幸”，少年的时候有钱有势，踌躇满志，便

恣情放纵，不知珍惜，结果很快就会自尝苦

果。所以，人在童年的时候应该积福、惜福；

到了中年，要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社会、

回馈国家、造福人民。当人心中怀着这样的信

念时，即使是承担很重的工作，也不会感受到

压力，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国家、

社会、人民乃至千秋万世的价值和意义；由于

中国古人重视教导子孙，所以到老年时，子孙

绕膝，乐享天伦。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至今

仍然值得国人效仿。

《尚书》中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

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非常喜欢游乐、

打猎，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

恨，他还不知道反省。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

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

国的国王羿就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

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着母亲随从打猎，

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河湾之处被拦住后，几个

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导致了现在的困境，就

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有一个弟弟

说：“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

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意思是

说，祖宗大禹留有遗训：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

风，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喜欢饮酒、迷恋

歌舞而没有节制，住着又高又大、墙上雕绘着

图饰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灭亡

的。“俭以养德”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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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

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中

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壮

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靠着艰苦奋斗精

神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胜利，

在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

“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劳模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

富有时代内涵的崇高精神，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中自觉践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

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更是多次

指出，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也深刻认识到，坚决杜

绝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不仅关系群众的

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

远发展。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四风”。党的

十九大以来，自上而下的反“四风”力度持续

增大。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使命，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

标的实现，更攸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习总

书记更是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七、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淮南子》 记载：“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

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

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

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

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

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

代兴亡的轨迹、看清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

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说

话、不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

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

师表。

那么，为什么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

达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兴盛的却没有呢？《群书

治要·汉书七》中用一句话指出原因：“自成康

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

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

而仁义废也。”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几乎也

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

平盛世却不能够再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

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一任自

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导致奢侈盛行、仁义废

弃，所以盛世不再。《群书治要·商君子》中也

说：“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

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这

句话直接点明了国家衰亡的原因：乱世的君臣

都是洋洋自得地想着要怎么样专有一国的利

益，想方设法地去选择哪一个官位更重要、哪

一个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之所以危

亡的重要原因。

《孔子家语》中记载这样一个典故：鲁哀公

向孔子请教：“大礼何如？”“大礼”是怎么样的

呢？“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您一谈到

礼，就这样地尊崇它？孔子说：“丘闻之，民之

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

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

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

疏数之交焉。”孔子讲：“我听说，人们之所以

能够正常生活，是因为礼发挥着最重要的作

用。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

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

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

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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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疏的交往。”“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

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

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

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因此，

古代治国理政的人都特别重视礼，并且身体力

行，以之教导百姓。比如，他们居住的房屋很

简陋、穿戴的服饰非常俭朴、乘坐的车子没有

特别的雕饰、日常所用的器具也不精雕细刻，

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没有过分的贪求，能和

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是这

样来践行礼的。哀公听了之后，提了一个很好

的问题：“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那么今天

的国君为什么却不能够这样去践行礼了呢？孔

子回答说：“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

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

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主追求利益，

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

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

百姓抱怨朝政，并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

清明的国家。“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

以其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是

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

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

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

王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而

今天的君官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做

法，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今天的官吏不能够修

明礼教的原因了。

由此可见，为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够率先垂范，因

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把升官作

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身为领导者应该

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的。

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

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

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

谋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继承者和弘扬者，也忠实继承了中华文明中

“天下为公”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

城楼上巍然悬挂两行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面对积贫积

弱、尚未完全解放的国家，外部又面临帝国列

强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景况，喊出了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怎样一种“天下

为公”的胸怀和气魄。当今世界，在斗争冲突

不断的国际社会，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对话

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

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成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被写入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

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

以看到，“天下为公”是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以上通过对历史典籍中盛世之主与衰世之

主特征的对比，可以看到政德修养与国家盛衰

之间具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更让我们找到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成功密码。

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可以

观历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史为鉴，把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全党必

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

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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